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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就其理论意义而言，《管子》四篇的德性理论首先缓解了形上学立场与经验常识之间的对峙状
态，也就是说合乎“道”的生活应该直面生理需求和情感体验所带来的挑战。其次，将认知能力确定为“心”所

固有的功能、依据“静因之道”论证理智德性，是为了表明人能够以主体性的地位参与、主宰天地万物的演化

进程。此外，“静因之道”关注“因”的主张，不仅可以推论出人有能力掌握“道”和天地万物的本性，而且也将

日常语言与言说“道”的方式演变为融贯性的话语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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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其学派属性来说，尽管《管子》四篇依然恪守着先秦道家根据宇宙生成论来探讨人生问题的传

统，然而又试图开创出一种有别于老子和庄子的价值理想。导致这一现象的根源就在于，《管子》四篇

并没有因袭老子和庄子关于人之“德”或“心”的看法，而是以调节人的生理需求与情感体验作为理解人

类特有功能的基本视域。并且，通过沉思运用“心”之功能的必要条件，《管子》四篇不仅将认知能力确

定为“心”所固有的功能，而且最终凭借“静因之道”构建起了自己的理智德性和知识论思想体系。

一　 “德”、“心”与德性

对于《管子》四篇而言，“德”可以被区分为本性和德性两个不同的向度，前者意味着“道”所具有的

功能以及具体事物在“道”的作用下所获得的禀赋，后者用来称谓人凭借良好地运用“心”而形成的卓越

品质。

在先秦道家的语境当中，“德”的用法并非限定于道德领域，而是首先同形而上的“道”之间存在着

必然性的关联。作为道家的开山之作，《老子》通常是将“德”视为“道”与具体事物的本性：“其所谓德，

只有二义：即道之本性与人之本性”①；具体来讲，《老子》所谓的“德”是指“道”以及由“道”生成的具体

事物所固有的优点、特点和功能，其核心的内容就是无私地守护生命。在老子之后，庄子曾就“德”、

“道”与人的本性之间的关系展开过系统化的说明：“泰初有无，无有无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物

得以生谓之德；未形者有分，且然无间谓之命；留动而生物，物成生理谓之形；形体保神，各有仪则谓之

性。性修反德，德至同于初。”②无形无象的“道”是生成天地万物的动力因，落实在具体事物身上就被称

为“德”。从人类的角度来看，内在于形体之中的“德”不仅被称为“性”或人的本性，而且能够为形体所

代表的生理需求制定行为规范。

与老子、庄子相同，《管子》四篇仍然立足于“道”来界定“德”。一方面，“德”展现了“道”的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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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者，道之舍，物得以生生，知得以职道之精。”（《心术上》）“德”表明了“道”本身所固有的功能：赋予

万物以生命；使人的心智有能力体认“道”的实质。①另一方面，“德”揭示出万物的本性源自何处：“故德

者，得也。得也者，其谓所得以然也。”（《心术上》）《管子》四篇把“德”解释成“得”的用意是说，万物是

在“道”的生成过程中获得自己的独特禀赋。值得注意的是，《管子》四篇提出本性意义上的“德”蕴含着

两种意思：广义上的“德”是指一切生物拥有保全自身生命的能力；狭义上的“德”则专门用于指称人的

心智能力。

从逻辑论证的层面来讲，《管子》四篇既使用“德”命名“道”与具体事物的本性，同时又借助“道”生

成万物的形上学理论解释“德”的具体内涵。并且，《管子》四篇尤其注重依据这种观点来探讨人之“德”

或人的本性：“夫道者，所以充形也，而人不能固。其往不复，其来不舍。谋乎莫闻其音，卒乎乃在于心。

冥冥乎不见其形，淫淫乎与我俱生。”（《内业》）尽管“道”进入、充满形体是人的生命得以产生的先决条

件，然而它却有可能为人的生理需求所遮蔽。实际上，“道”无声无息地进入人的形体之后就聚集成为

“心”②，不仅有别于形体和生理需求，反而应该被当作形体和生理需求的主宰才会使人的生命得到

滋养。③

在将“心”确定为人之“德”的同时，《管子》四篇也从双重向度上对“心”的基本特征展开阐释。首

先，“心”主导着人的生命：“凡心之刑，自充自盈，自生自成。”（《内业》）积蓄“精气”或“道”、守护人的

生命是“心”的运行法则，这表明“心”会把人的生命视为目的本身。④其次，“心”可以使人认识生命存在

的统一性原理：“气，道乃生，生乃思，思乃知，知乃止矣。凡心之形，过知失生。”（《内业》）“气”或

“道”赋予“心”以理智推论的能力，也就是不仅明白守护生命是人的本性，而且也是其他生物与生俱

有的禀赋。所以，人如果把握住了守护生命这一原理，那么就能够构建起价值评判的尺度和理解

“心”自身的运行法则。⑤

不可否认，《管子》四篇关于“心”的思考有其特定的理论预设，即“心”之功能只有在形体或身体存

在的基础上方能得以实现。换句话说，满足形体或身体相应的生理需求成为运用“心”之功能的生存论

前提。事实上，《管子》四篇正是从确保人的生理需求开始说明运用“心”之功能的方法：“形不正，德不

来，中不静，心不治。正形摄德，天仁地义，则淫然而自至。神明之极，照乎知万物，中义守不忒。不以物

乱官，不以官乱心，是谓中得。”（《内业》）形体的不端正是指不能以合理的方式满足生理需求，由此会妨

碍精气进入人的身体之内。⑥而这也意味着身体的各种机能无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心”已经失去了主

导性的地位。相反，人如果使其形体的端正，即知道满足生理需求只是手段而非目的本身，那么他最终

会效法天地、以公正无私的态度来守护生命。随之而来的是，“精气”或“道”将绵绵不断聚集于体内，由

此“心”才得以认识生命存在的统一性原理作出正确的判断。⑦

《管子》四篇之所以被确定为道家经典文本就在于，它们承接了老子所开创的形上学传统，即确信

人之“德”源自于“道”之“德”。但与老子不同的是，《管子》四篇不仅使用“心”来称谓人之“德”，而且

对其所具有的功能展开了专题性探讨。奠基在这一立场之上，《管子》四篇最终将德性规定为运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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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的“舍”不是指馆舍，应该被解释为“施用”。陈鼓应：《管子四篇诠释———稷下道家代表作解析》，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６
年，第 １４８页。

“卒乎乃在于心”的“卒”与“萃”同义，意思是收聚。陈鼓应：《管子四篇诠释———稷下道家代表作解析》，第 ９５页。
“淫淫”是指“增进"”。详见黎翔凤撰，梁边华整理：《管子校注》（中），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４年，第 ９３２页。
石一参指出：“刑同型，心之刑，谓心之矩范也。……心者气之主，气者体之充。充则盈，盈则生，生则成，皆一气之所为之，无资

乎外也。”详见《管子今诠》，第 １４２页。
石一参认为这段话的主旨是讲：“人秉天地之气以生，故人之精即天地之精，息息与天地通，而心实司之。……心理既有其自然

之理，条理粲然，则触物成知。既有知则自知止于至善。”详见《管子今诠》，北京：中国书店，１９８８年，第 １４５—１４６页。
“德不来”所谓的“德”与“精气”同义。详见陈鼓应：《管子四篇诠释———稷下道家代表作解析》，第 １０６页。
石一参对“神明之极，照乎知万物，中义守不忒。”的解释是：“此所谓诚则明也。心正身修，本德既明，物来顺应，自无差忒。”详

见《管子今诠》，第 １４７页。



之功能、实现合乎“道”的生活方式而获得诸多卓越的品质。

二　 静因之道与理智德性

如果说《管子》四篇使用“心”调节生理需求、情感体验揭示出道德德性的基本内涵，那么其对“心”

之功能的沉思则为这一实践主张提供了理论依据。对于《管子》四篇而言，虽然调节生理需求、情感体

验显现出了“心”的实践功能，但只有认知能力才是“心”所固有的功能。并且，通过探讨“心”的认知能

力，《管子》四篇阐释了自身关于理智德性的见解。

按照《管子》四篇的理解，德性并非仅仅注重培养成调节生理需求、情感体验的卓越品质，同时更应

该追问使卓越品质得以可能的原因。正是有见于此，《管子》四篇才强调有必要将“心”的功能区分为两

个不同的向度：“心无他图，正心在中，万物得度。道满天下，普在民所，民不能知也。一言之解，上察于

天，下极于地，蟠满九州。何谓解之？在于心安。”（《内业》）一方面，“心无他图”是指“心”主导着生理

需求、情感体验，从而确保后者将“精气”或“道”积蓄于人体之内、有助于守护人的生命。①另一方面，在

主导着人的生命之外，“心”还有能力把握住天地万物的实质与运行法则。具体来讲，人会自发地或凭

借其本能应对天地万物，此外也可以通过认识“精气”或“道”即是生命存在的统一性原理来筹划自己的

生活方式。相比之下，后一种生存状态奠定了人的主体性地位，而这恰恰表明人的“心”具有认识“精

气”或“道”的能力。②

如上所述，《管子》四篇承认运用“心”之功能无法摆脱生理需求、情感体验的干扰：“彼心之情，利安

以宁。勿烦勿乱，和乃自成。折折乎如在于侧，忽忽乎如将不得，渺渺乎如穷无极。此稽不远，日用其

德。”（《内业》）就其特性而言，只有处于安宁或对生理需求、情感体验加以节制的状态下，“心”才会作

出正确的判断。③此外，与生理需求、情感体验的彼此交融也使得运用“心”之认知能力表现为多种样式：

既有可能不受蒙蔽、明察秋毫，又有可能因为受到情欲的役使而一无所获，甚至是遗忘了人生的目的。

因此，经过稽察其在日常生活中所产生的效果，人们自然会把节制情欲当作运用“心”之认知能力的先

决条件。

实际上，《管子》四篇在阐释道德德性时就指出，为了达到避免极端的情感体验、节制生理需求的目

的，人应该使其“心”尊重生理需求的运行法则或真实状况以及人的生命。换句话来讲，节制情欲的态

度已经涉及“心”之认知能力的运用：“世人之所职者情也，去欲则寡，寡则静矣。静则精，精则独立矣。

独则明，明则神矣。”（《心术上》）④一般人由于为情欲所蒙蔽而无法获得知识，只有像圣人那样消解过

度的生理需求和极端的情感体验，使其“心”在不被干扰的情况下保持专一。所谓的“明”、“神”是指，圣

人不仅可以“弄明白复杂事物的本质或规律，就能心明眼亮”，而且也将同生成天地万物得的统一性原

理保持一致。⑤通过说明实现“心”之认知能力的必要条件，《管子》四篇最终把“虚”、“静”、“一”、“因”

确定为形成知识的可信赖机制。

在《管子》四篇的话语体系当中，同“心”之认知能力相应的“虚”、“静”、“一”、“因”被归结为“静因

之道”，而尹知章的注释也恰恰是用“虚静循理之道”来界定“静因之道”。⑥更为重要的是，“静因之道”

展现出了“虚”、“静”与“一”、“因”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首先，作为运用“心”之认知能力的逻辑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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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无他图”的意思是“心不为耳目所役而变迁”。详见石一参：《管子今诠》，第 １４８页。
从形式上来讲，此处所谓的“心安”是说使“心”保持安定，但其实质则在于说明“心”在从容不迫的情况下运用自身所固有的

功能。　
此处所谓的“和”不是指“心”的和谐状态或和气，而是与《中庸》之“发而皆中节，谓之和”相一致。

这三句话的原文是：“世人之所职者精也，去欲则宣，宣则静矣。静则精，精则独立矣。独则明，明则神矣。”郭沫若认为，此句中

的“职”假为“炽”，“精”当为“情”，“宣”乃“寡”字之误。详见郭沫若、闻一多、许维?撰：《管子集校》（下），北京：科学出版社，１９５６ 年，
第 ６４１页。

详见钟肇鹏、孙开泰、陈升：《管子简释》，济南：齐鲁书社，１９９７年，第 ２８９页。
详见黎翔凤撰，梁边华整理：《管子校注》（中），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４年，第 ７６４页。



“虚”、“静”并不意味着认同禁欲，而是要明确追求情欲的限度：“人之可杀，以其恶死也。其可不利，以

其好利也。是以君子不怵乎好，不迫乎恶。恬愉无为，去智与故。”（《心术上》）好生恶死、趋利避害是人

的生理本能，所以君子不会反对人们的“好利之情”、“恶死之意”。①与常人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君子能确

保其“心”免受情欲的役使，或者说，拒绝把“心”之认知能力演化为满足情欲的智谋或伪诈。因此，《管

子》四篇也将“心”处于本然的状态称之为“虚素”，即摆脱情欲的遮蔽、辨别客观事物的真实状况。②其

次，处于本然状态的“心”能够映现出客观事物的变化、作出正确的判断：“其应也，非所设也。其动也，

非所取也。过在自用，罪在变化。”（《心术上》）从运用“心”之认知能力的实践活动来看，由于消解了事

先设定和妄加判断，所以君子的认识同外在情境保持一致。相反，刚愎自用和朝三暮四的人必然会与客

观事物相抵牾。

《管子》四篇认为，“静因之道”不仅是运用“心”之认知能力的前提条件，而且也将有助于产生出形

名相符的知识。为了说明自己的主张，《管子》四篇以一种类比的方式展开论证：“天曰虚，地曰静，乃不

伐。洁其宫，开其门，去私毋言，神明若存。纷乎其若乱，静之而自治。强不能遍立，智不能尽谋。物固

有形，形固有名，名当谓之圣人。故必知不言、无为之事，然后知道之纪。”（《心术上》）正像天地因为保

持虚静才不会出现差错那样③，人如果使其“心”作到虚静，即免受情欲的干扰、可以有效地节制感官机

能，那么他就能够消解成见和虚妄不实的言论，据此获得超越常人的智慧。尤其是当人身处纷繁复杂的

情境时，虚静的“心”可以帮助他找到其中的条理，但由情欲所产生的强力与智谋却无法令其摆脱困境。

之所以会导致前一种结果的原因就在于，“心”运用自身的认知能力揭示出具体事物的真实形态，并且

制定了专门与之对应的“名”来加以指称。凭借关于“名”的定义，《管子》四篇进一步推论道，掌握了天

地万物的“名”所构成的融贯系统就等于是认识“道”本身的运行法则。在此基础上，《管子》四篇确信人

“可以为天下始”，也就是参与、主宰天地万物的演化进程。

毋庸置疑，“心”调节生理需求、情感体验以及道德德性成为《管子》四篇说明理智德性的基本视域，

其实质则在于强调守护人的生命必须被当作道德实践的终极目的。在此基础上，《管子》四篇提出回应

生理需求、情感体验和外在情境不仅不会遮蔽“心”所固有的功能，反而可以澄清“心”本身蕴含着实践

与认知双重维度。从《管子》四篇来讲，“心”之认知能力优先于其实践功能的原因就在于，前者能够确

保人在天地万物之中的主体性地位。《管子》四篇的这种立场也表明，所谓合乎“道”的生活或以守护人

的生命作为终极目的生活，虽然开始于满足人的生理需求和情感体验，但是只有通过遵循“静因之道”、

运用“心”之认知能力才会呈现出自足性的特征。

三　 先秦道家知识论视域中的“静因之道”

作为《管子》四篇思考理智德性的理论依据，“静因之道”与老子、庄子推崇“虚静”之间具有诸多相

似性。其与后者的不同之处就在于突破了仅凭人的内在品质来确证真信念的德性知识论立场，④同时

也为道家知识论图景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论视域。

在整体上，承认“心”具有认识“道”和天地万物之本原、本性的能力是先秦道家哲学思想的基本信

念。不过，先秦道家确证这一基本信念的路径却存在着分歧。例如，老子认为：“常无欲，以观其妙；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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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详见黎翔凤撰，梁边华整理：《管子校注》（中），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４年，第 ７６４页。
郭沫若指出“虚素”的“素”与“洁”同义。详见郭沫若、闻一多、许维?撰：《管子集校》（下），北京：科学出版社，１９５６ 年，第

６４９页。　
俞樾指出，此处之“伐”乃“贷”字之误，与“忒”同义。详见郭沫若、闻一多、许维?撰：《管子集校》（下），第 ６３７页。
德性知识论（ｖｉｒｔｕｅ ｅｐｉｓｔｅｍｏｌｏｇｙ）的基本特征是：“首先，就像伦理学的德行论用道德主体的规范性质来理解行为的规范性一样，

德性知识论试图用认知主体的规范性质来理解信念的规范性。因此，如同伦理学的德行论是以道德个体为根据，而不是以行为为根据一

样，德性知识论也以认识主体为根据，而不是以信念为根据。其次，借用伦理学的‘理智德性’来为主体的认识活动定位，将主体的认识

能力界定为这种‘理智德性’，即一种获取真理、避免错误的能力。德性知识论的这些基本特征，集中反映在他们对知识的界定上：‘知识

是产生于认知德性的真信念。’”（陈嘉明：《德性知识论》，《东南学术》２００３年第 １期，第 １１６页。）



有欲，以观其徼。”①也就是说，如果人可以使自己内心保持虚静，即不受自我中心之成见和情感欲望的

遮蔽，那么他就会领会到“无形无名”的“道”生成天地万物的奇妙景象。与反观内心相对应的是，人也

可以根据直观轮毂、陶器、房屋以及山谷等具体事物的中空部分以认识“道”的功用。②因此，所谓的“观”

即是指人拥有凭借直观意象以认识“道”或天地万物之本原和本性的理智能力。③与老子相比，庄子更倾

向于从个体存在的向度来揭示“心”之认知能力：“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无物不然，无物不可。故

为是举莛与楹，厉与西施，恢诡谲怪，道通为一。”④由于每一个“物”皆从“道”获得了独特的规定性，所

以明白个体存在的差异性及其原因正是“心”之认知能力的根本内涵。⑤如果说老子、庄子的观点表达了

某种消极立场，那么《管子》四篇的“静因之道”则注重“心”之认知能力的积极向度：“德成而智出，万物

果得。”（《内业》）调节情欲会使“心”拥有智慧，据此就可以在掌握“道”和天地万物之本原、本性的基础

上采取正确的行动。⑥

与探讨“心”之认知能力相平行的是，先秦道家创造出了言说“道”的独特话语体系和真理观念。老

子指出，“心”对于“道”和天地万物之本原、本性的认识方式有别于经验直观：“道可道，非常道。名可

名，非常名。无名，天地始；有名，万物母。”⑦经验直观的对象是有形象、变化着的具体事物，而同经验直

观相应的知识可以通过日常语言来加以表述。然而，作为始终贯穿于天地万物之生成过程中的统一性

原理，“道”的真实内涵却与综合“无名”与“有名”或兼顾生成天地万物之根源与目的言说方式之间存在

着必然性的关联。在此，老子确立起了道家界定真理问题的经典范式，即某种有别于日常语言、可以表

达“道”恒常生成天地万物的语言是真理得以可能的必要条件。

庄子虽然接受了老子围绕语言来思考真理的观念，但他更为关注的是如何消解来自于相对主义的

挑战：“道隐于小成，言隐于荣华。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

则莫若以明。”⑧由于许多人认为自己的言论是与“道”相符合，所以才会出现诸如儒墨的争辩。事实上，

对于“道”的言说不应该被视为是达成个人或某个学派实用目的的利器，相反却是为了领会言说者自身

的相对性。看似吊诡的背后隐藏着庄子关于相对主义的深刻反省：只有自知其视域具有相对性的人才

会突破相对主义所带来的困境。或者说，悬置是非之争、确认言说者自身的相对性成为言说“道”之超

越性的基本视域。⑨

从逻辑论证的角度来看，老子、庄子似乎并没有充分考虑“心”与关于“道”的言说之间的因果关系，

而《管子》四篇的“静因之道”恰恰可以弥补这一理论缺陷。首先，《管子》四篇指出，运用“心”之认知能

力、语言和“精气”或“道”之间所具有的必然性关联：“彼心之心，意以先言。意然后形，形然后言，言然

后使，使然后治。不治必乱，乱乃死。精存自生，其外安荣。”（《内业》）在有效调节生理需求、情感体验

的过程中，“心”之认知能力体现为能够形成恰当的意念，并且经由语言传达而对个体的行为与政治实

践产生积极影响。就其自身而言，所谓恰当的意念以及与之相应的语言有其特定的内涵，即“心”之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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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⑨

⑦　 《老子·第一章》。
释德清指出：“老子谓，我寻常日用安心于无，要以观其道之妙处。我寻常日用安心于有，要以观其道之徼处。”［明］释德清撰，

黄曙辉点校：《道德经解》，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 ３３—３４页。
关于老子意象思维的表现形式及其实质，详见高秀昌：《〈老子〉“知常”“同道”的认识论思想》，《中州学刊》１９９６ 年第 １ 期，第

７８页。
⑧　 《庄子·齐物论》。
释德清的解释切中“道通为一”的宗旨：“言莛、楹之长短，厉、施之美恶，恢、诡、谲、怪之变状，以人情视之，其实不得其一样，难

其无是非。若从道眼观之，则了无长短、美恶之相，一际平等。此言非悟大道，决不能齐天下之物论也。”［明］释德清撰，黄曙辉点校：《庄

子内篇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 ３６页。
此句的意思应该是：“德成，智自生也。以智安物，物皆得宜。”详见黎翔凤撰，梁边华整理：《管子校注》（中），北京：中华书局，

２００４年，第 ９３１页。
释德清指出，所谓“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则莫若以明”的意思是说：“言儒墨二家互相是非，皆未明大道，但各执我见耳，未必

为真是也。苟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莫若明乎大道，则了无是非之辩矣。”［明］释德清撰，黄曙辉点校：《庄子内篇注》，上海：华东师范

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 ３２页。



知能力主导人的生命会促使“精气”或“道”积聚于人体之内、令人的生命充满蓬勃的生机。①其次，作为

沟通“心”之认知能力与“精气”或“道”的桥梁，语言本身也无需被分割成两个迥然不同的领域：“因也

者，无益无损也。以其形，因为之名，此因之术也。名者，圣人之所以纪万物也。”（《心术上》）“心”之所

以可能拥有知识的原因就在于，它摆脱了情感上的偏好、根据具体事物的真实形态展开命名。而且，立

足于命名具体事物所取得的语言，“心”将会进而推论出生成天地万物的统一性原理即是“精气”或

“道”。因此，同老子、庄子相比较而言，《管子》四篇不仅否认指称具体事物的日常语言与言说“道”的方

式之间存在着张力，同时又把二者看成是一个融贯性的话语体系。

在先秦道家知识论的演进历程当中，《管子》四篇的“静因之道”扮演着非常独特的角色。一方面，

“静因之道”拓展了老子、庄子的理智德性观念。按照老子的观点，人的“心”处于“虚”、“静”状态就足

以确保获取关于“道”的知识：“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②通过消解来自我中心的狭隘

视域和情欲的遮蔽，“心”就会凭借直观意象，即知道天地万物是由于不断回归其本原或本性的过程中

才得以生生不息。随后，庄子使用“心斋”对老子的上述主张做出了更为极端的表达：“听止于耳，心止

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③如果终止关于对象事物的感官认知和概念

界定，也就是使其达到“虚”或摆脱对象事物的干扰，那么“心”就可以直接把握住“道”的实质。④

在形式上，《管子》四篇的“静因之道”也是把“虚”、“静”当作思考“道”的起点，然而除此之外又增

添了“因”的向度：“因也者，舍己而以物为法者也。”（《心术上》）消解了自我中心的狭隘视域和情欲的

遮蔽之后，“心”并非是以审视天地万物之整体运作或直接与之合而为一的方式来认识“道”，而是将焦

点投向实存的具体事物。并且，所谓的“因”即是经由认识实存的具体事物以达到把握住“道”的目的。

或者说，“虚”、“静”是认识“道”的开始，但只有借助“因”才能确保“心”获取关于“道”的知识。

另一方面，《管子》四篇的“静因之道”有利于道家之道摆脱神秘主义的嫌疑。本杰明·史华慈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Ｉ．Ｓｃｈｗａｒｔｚ）曾指出，神秘主义是《老子》、《庄子》两部经典的共同成分。⑤它们因为确信“道”有
别于任何可命名的事物，是无法预先决定的和无法命名的对象，所以选择母亲的喻象以及欣赏世界自身

无限多样化的变化形态作为认识“道”的途径。显而易见的是，本杰明·史华慈（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Ｉ．Ｓｃｈｗａｒｔｚ）的
看法确实展现了老子、庄子质疑日常语言或常识概念的立场，但他同时忽略了二者奠基在宇宙生成论之

上言说“道”所取得的成果。换句话来讲，《老子》、《庄子》两部经典中“道”绝不是无法用语言加以表

述，而是只有依据宇宙生成论相一致的本体论语言才能解释得清楚。在言说“道”的问题上，《管子》四

篇的“静因之道”与老子、庄子的区别就在于，它肯定日常语言本身就是言说“道”的构成性要素，即对于

具体事物的命名应当被视为把握“道”的有效方法。

就其理论意义而言，《管子》四篇的德性理论首先缓解了形上学立场与经验常识之间的对峙状态，

也就是说合乎“道”的生活应该直面生理需求和情感体验所带来的挑战。其次，将认知能力确定为“心”

所固有的功能、依据“静因之道”论证理智德性是为了表明，人能够以主体性的地位参与、主宰天地万物

的演化进程。此外，“静因之道”关注“因”的主张，不仅可以推论出人有能力掌握“道”和天地万物之本

原、本性，而且又消解了日常语言与言说“道”的方式之间的对峙。

（责任编辑　 付长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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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石一参对“言然后使，使然后治。不治必乱，乱乃死”的解释是：“治身治人一也。天君泰然，则施于身者言必由衷，四体不言而

喻；施于事者令出惟行，四海之民皆归心焉。故治乱生死之故咸因之。”详见《管子今诠》，北京：中国书店，１９８８年，第 １４９页。
《老子·第十六章》。

《庄子·人间世》。

钟泰认为，“‘符’，徵也。……徵知近乎今所云概念。”“‘气’者人之精明，亦即明白之天知也。……心耳皆各止于其所而后气得

以致其虚，故继之曰：‘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无我无物，所谓虚也。……心与气，析之则有二名，合之则仍只一物也。”详见钟泰：

《庄子发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第 ８４—８５页。
详见［美］本杰明·史华兹著，程钢译：《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 １９６页。


